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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样本的有偏采集如何导致决策偏见？
——基于采样偏差的新视角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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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判断和决策中的许多偏见现象都源自于决策者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将有偏差的

不完全观测样本当成有代表性的整体。近些年以Fiedler、Juslin、Hertwig、Denrell、Le Mens等为

代表的学者重点关注了这一信息样本的有偏采集问题，为研究决策偏见的形成机理提供了新

的采样偏差视角。本文对这一视角进行了系统性述评，厘清了“采样”的概念内涵，阐述了采样

偏差导致决策偏见的基本机制，并对采样偏差引起的一种典型偏见效应——“描述—经验”差

异进行了重点剖析，最后归纳了几个融入采样偏差思想的重要决策模型。作为结论，本文指出，

决策偏见研究需要关注信息采样问题，尤其关注决策信息环境的哪些特征更易导致个体对信

息样本的有偏采集。本文研究丰富了决策偏见的理论视角，对于洞悉和改进人类有限理性决策

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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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长期以来，有关决策偏见形成机制的研究大多侧重考察决策者的各种内部目标、动机或认

知缺陷，忽略了个体从决策环境中采集信息样本的过程对决策的偏见性影响。事实上，一些实

证研究表明（Le Mens和Denrell，2011；Feiler等，2013；Sanborn和Chater，2016），判断与决策中的

许多偏见现象都源自于决策者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将有偏差的不完全观测样本当成有代表性

的整体。正如Simon（1982）所指出的，要理解人类思维，首先需要理解向思维输送信息的环境

结构，理解个体如何从环境中采集信息样本。若输入给思维的信息样本本身是扭曲的，那么即

使个体具有完美的认知处理能力，也必然会做出有偏差的判断和决策。针对信息样本的有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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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问题，Fiedler于2000年在期刊《Psychological Review》上发表的重要论文《决策偏见的认知—
生态采样途径》引入“采样”（sampling）概念，强调信息在环境中的分布特征（即生态）对于个体

从环境中采集信息样本以及建立在信息样本基础上的判断与决策的偏见性影响，由此开创了

理解决策偏见形成机制的采样偏差新视角。此后的十几年里，许多学者基于采样偏差视角对不

同决策偏见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考察：Hertwig等（2004）提出基于经验的决策研究范式发现了

“描述—经验”差异，是采样偏差视角下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代表性研究；此外，采样思想被逐渐

融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决策模型（Johnson等，2007；Stewart等，2006；Usher和McClelland，2001）
中，为一些典型的决策偏见效应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Ting和Wallsten，2011；
Trueblood等，2014；Tsetsos等，2012；Ungemach等，2011）。尽管如此，目前国内对于这一视角的

关注尚显不足。

围绕着信息样本的有偏采集如何导致决策偏见问题，本文对采样偏差这一新的研究视角

展开述评：首先从Fiedler的“认知—生态采样”思想出发，阐述了“采样”的概念内涵，然后对采

样偏差导致决策偏见的基本机制进行归纳，接着对采样偏差视角下的一种典型偏见——“描述—
经验”差异研究进行梳理，并重点回顾几个融入采样思想的决策模型。在述评基础上，论文总结

并指出采样偏差视角下决策偏见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  信息采样的基本内涵

“采样”概念源自于统计学，指从全部样本中抽取一部分样本。Fiedler（2000）引入采样概

念，用以解释个体判断与决策过程中由于样本偏差导致的偏见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理解

决策偏见形成机制的 “认知—生态采样” 框架。他指出，人们在进行判断和决策时，往往无法直

接感知远端环境或判断对象的潜在属性，如风险、成就，成功、吸引力，态度和满意度等，而只有

通过代理信息样本近似地估计这些判断对象。也就是说，个体不是基于远端环境总体，而是基

于从总体中选择的某个或某些样本进行判断。样本为认知系统和现实环境提供了接口，是人们

认识、理解和判断环境的桥梁（见图1）。

正因为判断与决策建立在获得的样本的基础上，所以采样在判断与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

Fiedler（2000）认为，样本是个体认知和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环境中的信息刺激

能否被个体采集受制于个体的动机、兴趣和目标；另一方面，采样并非完全处于个体的认知控

制之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中信息分布的影响。认知和生态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

个体的信息采样过程。

在进一步研究中，Fiedler和Juslin（2006）探讨了样本的来源。样本可能来自于个体对外部

环境的采样，如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感知和语言交流；也可能来自于个体对内部环境的采样，如

对记忆的搜索和召回。个体的感知信息、交流信息、记忆检索信息和自我生成信息一起形成决

策问题的多来源样本。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的信息还是从内部记忆中检索

生成的信息，都只是所有决策信息的子集。Juslin等（2007）将采样视角下的决策人称为“天真的

直觉统计学家”（naïve intuitive statistician），意指人们总会天真地以为，他们观察到的样本子集

 
资料来源：根据Fiedler（2000）和张莉等（2003）文献整理。

图 1    样本为认知和环境提供交互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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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表总体。然而，考虑到外部环境和个体认知的约束，个体难以获取到随机的有代表性的样

本子集。实证证据表明，判断与决策中的许多偏见现象都源自于信息样本的有偏采集。

正如Simon（1956）所指出，认知能力和环境结构是一把剪刀的两片刀刃，共同裁剪出人类

有限理性。长期以来，有关决策偏见形成机制的研究侧重关注了Simon有限理性思想的认知能

力构面，决策主体内部的动机和认知因素被认为是形成决策偏见的主要原因机制。动机因素方

面，研究者根据认知一致性动机解释选择性信息接触、信息扭曲现象（Lord等，1979；Ditto等，

1998；Russo等，2008；Polman和Russo，2012），根据从属动机解释社会偏见，如服从、羊群等非理

性行为（Asch，1955；Baumeister和Leary，1995；Muchnik等，2013；Wang和Wang，2014）。认知因

素方面，研究者主要从人的内部认知角度，如个体因认知资源限制而采纳的启发式处理和属性

替代行为，解释决策偏见的形成机制（Tversky和Kahneman，1974；Kahneman和Frederick，2002；
Kahneman，2003）。与传统视角不同的是，Fiedler的“认知—生态采样”框架突出Simon有限理性

思想的环境构面，将决策偏见归因于为认知主体和评判对象提供交互界面的样本，着重强调采

样偏差对决策的偏见性影响。“认知—生态采样” 框架对于后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创

了理解决策偏见形成机制的采样偏差新视角。

三、  采样偏差导致决策偏见的基本机制

由于个体对环境信息的采样受现实环境中的信息分布、表征、接近性和可得性、个体的动

机和目标、所采集样本的有限性、对消息刺激所能进行的心智分解程度、样本搜索算法，以及元

认知监控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个体无法采集到完全和准确的随机样本，样本中固有的偏差进

一步导致了个体的决策偏差。相关机制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中的信息分布

Fiedler（2000）认为，现实环境中信息分布并非是随机的，而是不均衡的。环境中大量存在

的、显著的和熟悉的信息更易于被决策者所关注，而另一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则可能被部分或

完全忽略，其结果是个体决策并非建立在完全随机的样本基础上。环境中信息分布的不均衡性

体现在三个方面：密度、方差和冗余度（Fiedler，2007），这三个方面对于个体信息采样和决策制

定具有显著的影响。密度是指信息能够被决策者观察到的频次。对于两个等价的选项，如两个

具有相同质量的产品，个体往往偏好于能够接触到较多信息的产品。此外，信息的提供者为达

到特定目的会策略性地提供特定的信息。例如，消费者很难了解到产品的负面信息，因为生产

者不愿意披露这些信息，而媒体也难以从负面信息的披露中获利。Koehler和Mercer（2009）表
明，基金公司只宣传其表现最好的基金，但投资者对广告数据做出的反应，好像它们代表了公

司的整体业绩。方差是指信息密度的变化，即环境的不确定性或模糊性。Lejarraga等（2012）发
现方差影响信息搜索次数：相较于无方差选项（安全选项），人们面对有方差选项（风险选项）时

会进行更多地信息搜索。冗余度是指不同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利用信息的冗余特点，人们能够

进行因果学习、危险信号识别和相关性推理等认知活动，学习环境的潜在规律。例如，人们知道

质量和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就可以根据价格推断商品质量。但是这种一般规律运用到特定情境

中时可能导致错误的推理判断。

（2）信息的表征

信息的表征亦会影响个体采样和决策。例如，Kahneman和Tversky（1979）发现，人们对于

风险方案的选择受到信息表征方式的影响，同一个决策问题用不同的描述框架呈现时人们会

产生不同的风险偏好，即框架效应。在经典的“亚洲疾病”问题的框架效应研究中，当备选方案

的结果被表征为“救活人数”时，72%的被试倾向于选择确定性的备选方案（获救200人）；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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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方案的结果被表征为“死亡人数”时，78%的被试则倾向于选择风险性的备选方案（1/3的概

率无人死亡，2/3的概率600人死亡）。框架效应的另一种代表性形式——默认选项，也表明了信

息表征对于个体采样和决策的影响。默认选项效应是指个体在两个备择选项中舍谁取谁，受制

于A或B中谁被定义为默认选项。被定义为默认项的选项在这类选择中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得

到更多地选择。Johnson和Goldstein（2003）比较了11个欧洲国家登记加入器官捐献计划的人口

比例。其中7个国家将登记作为默认项，这些国家平均登记捐献比例为97.4%，另4个国家将不

登记作为默认项，这些国家平均登记捐献比例为18%。信息表征突出了某些属性或选项的易存

取性，使其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采样。

（3）信息的接近性和可得性

个体倾向于采集那些在时间、空间和社会维度上距离自己较近的，易于获取的信息，由此

引发判断与决策中的偏见现象。例如，相比于有关他人的信息，个体拥有更多的自我信息，从而

导致优于平均或劣于平均偏见（Moore和Small，2007）。相比于群体外成员，个体拥有更多的群

体内成员信息，从而产生对群体内成员的较高评价，即群体内偏见（Denrell，2005）。相比于不流

行选项，个体更易于接触流行选项，从而导致集体服从偏见（Denrell和Le Mens，2013，2016）。相
比于早期发生的事件，近期发生的事件具有更高的可得性，更容易被个体采集并进入思维，从

而产生近因效应（Hertwig等，2004）。信息的接近性和可得性影响个体信息采样，从而进一步影

响后续的判断与决策。

（4）个体的动机和目标

个体的动机和目标是影响采样和引起决策偏见的重要机制。与动机视角将决策偏见直接

归因于个体的动机和目标不同，采样偏差视角认为动机与目标通过影响采样过程从而引发决

策偏见。例如，在认知一致性动机作用下，个体偏好于采集同自身先验（信念、态度、预期）一致

的信息，忽略或扭曲性解读与先验不一致的信息，表现出选择性接触、信息扭曲和验证性偏见

（Lord等，1979；Polman和Russo，2012）。在省力动机作用下，个体倾向于采集易于处理的外围信

息或启发信息（Chaiken等，1989；Petty和Cacioppo，1986）。在社会从属动机作用下，个体倾向于

采集群体内信息和能够提升自我印象的信息，从而引起过度自信、优于平均等偏见

（Chambers和Windschitl，2004；Galesic等，2012；Proeger和Meub，2014）。
（5）所采集样本的有限性

人们依赖于从整体环境中采集的部分样本进行认知和决策。也就是说，人们透过一扇很窄

的窗户看世界。样本能否真实地反映现实就非常重要。从统计上说，大样本比小样本更优越，样

本量越小，采样分布的方差就越倾斜。但在现实环境中，受外部环境制约和个体动机、能力、资

源的限制，人们可获得的样本数量相比于完全信息数量来说往往是很有限的。同时，受到人类

工作记忆能力的制约，大脑能够同时加工的样本数很少，成人平均为7个条目（Miller，1956），甚
至更低（Cowan，2001）。小样本最终扭曲决策结果（Kareev，2006）。

（6）采样的粒度

采样粒度是指个体在采样过程中对消息刺激进行心智分解的程度（Fiedler和Juslin，
2006）。以汽车购买决策情境为例，消息刺激可能包括厂商发布的汽车参数和性能信息、其他人

（比如亲人、朋友、同事、邻里等）的观点或者期望、决策者对汽车的体验等。根据联结主义模型

（Roe等，2001），这些在自然水平（或者说初始状态）上采样得到的信息性、社会性或体验性消

息刺激又可以分解为更细粒度的分子性或者原子性单元，如汽车的商标、性能、油耗、价格、舒

适感、社会化认同程度等属性线索。进一步，那些分子性属性线索还可以分解为更基本的原子

性或者神经元单元，比如汽车性能又可以分解为动力性、制动性、操控稳定性等。不同的个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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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消息刺激的分解与采样的能力和粒度存在差异。细粒度水平（如神经元水平）上的采样更利

于对决策目标和决策标准的理性认知表征，从而更利于理性的权衡和抉择（Tversky，1977；
Fiedler和Juslin，2006）。

（7）搜索算法

样本是总体的子集，也是认知主体在采样过程中使用特定搜索算法的结果。由于决策是对

一个或多个预测子（predictor，自变量）与标准子（criterion，因变量）之间影响关系的推断，理论

上，个体只有运用预测子搜索算法才能够得到无偏的估计。然而，在使用预测子采样时，因受到

环境中信息可得性与接近性的影响，人们往往表现出对于大样本选项的偏好。例如，老师根据

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正确次数对学生i和j的能力高低进行判断时，可能由于学生i的举手

次数更多，座位更显眼而更多地采集到学生i的表现。即使学生i和j回答问题的正确率相同（都

为75%），老师也更倾向于给学生i以较高的评价，因为更大的样本能更有效地体现学生的正确

率。预测子采样总是优于标准子采样，尤其对于稀有事件，标准子采样会高估稀有事件的条件

概率，出现基准率忽视现象（Fiedler，2000）。更糟糕的是，人们难以识别预测子采样和标准子采

样的区别，经常不假思索地在两种搜索算法之间进行转换，错误地混淆“如果p，则q”和“如果q，
则p”两种逻辑规则。人们对搜索算法的错误使用最终导致有偏的估计结果。

（8）元认知监控能力不足

Fiedler（2000）以及Kahneman和Frederick（2002）指出，个体往往缺乏理解采样偏差和矫正

偏差所需要的元认知监控能力，尤其是当面临从不同来源通过不同搜索算法获取的不同大小

和粒度的样本时，个体元认知监控能力不足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人们没有意识到标准子采

样会夸大事件的基准率，因而不能用来预测事件的发生概率。当让被试自由选择搜索算法时，

35%的被试选择运用标准子采样。

总之，由于受现实环境中信息分布不均匀、个体动机和目标制约、搜索算法混淆、有限样本

量和元认知监控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个体无法采集到完全随机的样本。样本中固有的偏差

进一步导致了个体的决策偏差。

四、  采样决策中的一种典型偏见：“描述—经验”差异

（一） 决策的描述范式与经验范式

经验决策范式由Hertwig等（2004）提出，其强调个体决策前从环境中获取信息样本的过程

及其对判断与决策的偏见性影响，是采样偏差视角下的典型研究成果之一。Hertwig等（2004）
认为Tversky和Kahneman（1974）发起的启发式和偏见研究范式又可以称为描述范式。在该范

式下，研究者通常以描述的方式向被试呈现决策信息，而决策者通常能够明确地知道每一决策

选项的结果及其发生概率。例如，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以下的描述信息和决策问题：请在两个选

项A和B中选择一个，A选项有0.8的概率获得4元，0.2的概率获得0元；B选项一定获得3元。而在

经验决策情境（即经验范式）下，研究者提供给被试的决策信息是经验性信息而非描述性信息，

个体需要探索环境，通过经验学习获得每个选项的结果和相应概率。例如，被试并不能直接获

得“选项A有0.8的概率获得4元，0.2的概率获得0元”这一描述信息，而必须点击计算机屏幕上

的按钮选择A或者B。计算机系统根据预定义的概率分布为被试的每一次点击行为分配收益。

由此，被试必须通过多次重复选择以及结果反馈计算选项A蕴含的收益信息，进而做出决策。

在描述情境中，由于各个选项的结果和发生概率被明确而具体地给出，即对决策者来说这些信

息是已知的，因而，这类研究不考虑决策者的信息采样过程，以及采样过程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而在经验情境中，决策者能否正确地估计（采样）经验中所蕴含的概率信息，将直接影响他们的
 

信息样本的有偏采集如何导致决策偏见？

27



决策结果。从这个意义来看，经验范式正好弥补了描述范式所忽视的重要研究主题（刘腾飞等，

2012）。
经验决策范式非常关注决策者的信息搜索（采样）行为（Hi l l s和Her tw ig，2010；

Lejarraga等，2012；Mehlhorn等，2014）。首先，相关研究表明个体在决策前倾向于搜寻少量的信

息（Hertwig等，2004；Hertwig和Pleskac，2010）。这一行为具有一定的成本和效率优势，例如，对

小样本信息的依赖能够减少个体显性（如货币、时间）或隐性（如认知负荷）的信息搜索成本

（Vul等，2014），减少工作记忆容量的需求（Kareev，2000；Rakow等，2008），放大选项间的差异

从而简化选择（Hertwig和Pleskac，2008，2010）。然而，根据大数定律，使用较少的信息也意味着

决策结果在精度和理性等维度上的损失：收集的信息越少，对决策问题的客观收益结构的表征

效度就越低（Fiedler，2000；Hau等，2008）。后文即将讨论的“小概率收益低估”效应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

其次，一些研究者发现个体在信息搜寻中付出的努力和信息搜寻的数量受到任务属性、个

体认知差异以及任务激励因素的影响。任务属性方面，Lejarraga等（2012）和Mehlhorn等（2014）
发现决策任务的两个生态属性，即选项效价（损失或收益）和选项方差（有方差和无方差）影响

信息搜索行为：那些需要在损失性选项中做出选择的个体较之于在收益性选项中做出选择的

个体会花费更长的信息搜索时间；那些需要在有方差选项中做出选择的个体较之于在无方差

选项中做出选择的个体会搜索更多的信息。个体认知方面，短期记忆容量和采样大小呈正相关

（Rakow等，2008）；高计算能力、高理性思考能力的个体会采集更多的样本（Lejarraga，2010）。
激励方面，Hau等（2008）发现增加货币激励能够显著提升个体在信息采样方面的投入。

（二）“描述—经验”差异及其产生原因

在描述情境和经验情境中，决策者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态度和行为选择（Hertwig等，2004）。
在描述情境中，决策者倾向于高估小概率（稀有）事件，该结论与前景理论相一致（Kahneman和
Tversky，1979）；而在经验情境中，决策者则倾向于低估小概率事件（Hertwig等，2004）。这一现

象被称为“描述—经验”差异（description–experience gap）（Hau等，2008），其在多个研究中得到

证实（ Rakow等，2008；Hau等，2010；Barron和Ursino，2013；Wulff等，2015；另见Rakow和

Newell，2010的述评）。“描述—经验”差异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对差异产生原因进行

了大量的探索和解释。

Hertwig等（2004）认为有限的信息搜索和近因效应导致了被试在经验情境下对小概率事

件的低估。首先，被试对每个决策问题的信息搜索次数非常有限，平均为15次（Hertwig等，

2004）或17次（Weber等，2004），由于人们在有限的信息搜索中难以对小概率收益做出全面而

准确的体验，他们往往低估小概率收益。其次，人们在信息搜索中表现出近因效应，即对最近出

现的结果赋予较高的权重。由于小概率事件在最近几次信息采样中更难被观察到，因此近因效

应加剧了被试对小概率事件的低估。Fox和Hadar（2006）在针对Hertwig等（2004）的评论文章中

指出，经验情境下的小概率事件低估本质上可归因为决策者对小概率事件的低采样。Hau等
（2008）认为如果“描述—经验”差异可以解释为由小样本引起的采样偏差，那么增加采样数量

应该可以消除这种差异。然而，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增加被试获取的样本数量可以缩小“描述—
经验”差异，却不能完全消除该差异。Hertwig和Erev（2009）进一步将“描述—经验”差异的产生

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小样本、近因效应、估计错误和依赖于信息表征格式（例如概率表征或

频率表征）的认知算法。

Hau等（2010）遵循Fiedler和Juslin（2006）的“认知—生态”采样框架，从总体水平的收益方

差、样本水平的采样误差和认知水平的记忆限制三个层次的信息表征和转移来考察“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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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经验”差异的形成原因。具体地，总体水平描述了全部样本（决策者采集到的和未采集到

的）中每个事件的生态属性特征；样本水平表示决策者从总体中采集出的样本所揭示的每个事

件信息；认知水平描述了样本经过决策者大脑学习、记忆、评估和过滤后的每个事件信息。然

而，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这三个层次的样本转移难以有效地解释“描述—经验”差异；相比之

下，信息的表征格式影响“描述—经验”差异，但该差异仅发生于较大样本量的观测情境中。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小概率低估效应普遍存在于经验决策中，但一些研究也发现，经验采

样决策者还可能对已采样的小概率事件进行过度赋权。Glöckner等（2016）在综合考察基于描

述的决策和基于经验的决策两个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指出“描述—经验”差异可归结于三个独

立的成因：Hertwig等（2004）主张的小样本偏差、均值回归以及情境依赖的信念更新。所谓均值

回归，即由于经验情境中决策者更难做出准确的概率评估，因此，他们对于概率的敏感度相较

于描述情境要低，这导致了他们对于所有事件的概率估计回归于均值，更重要的是，决策者会

高估已经发生的小概率事件（收益或损失）在后续发生的概率。有关情境依赖的信念更新，

Glöckner等（2016）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特定的经验决策情境中，信念更新会弱化决策者对

采样到的小概率事件的过度赋权①。Glöckner等（2016）认为，小样本偏差和情境依赖的信念更

新正面促进了小概率低估，相反，均值回归效应尽管难以实证观测，但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小概率过度赋权从而抵消小样本偏差的影响。Camilleri和Newell（2013）发现，相比于短期决

策情境，长期决策情境中的“描述—经验”差异得到缓解，即信息搜索次数在时域上的累积一定

程度上矫正了决策者对已采样的小概率事件的过度赋权，同时弱化了近因效应。

总的来说，经验决策范式更加注重环境与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决策者对环境进行探

索时的信息采样和认知过程。经验决策研究发现了“描述—经验”差异，并为从信息样本的有偏

采集视角理解这一决策异象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五、  融入采样偏差思想的决策模型及其对不同偏见的解释

一些学者将采样偏差思想融入决策模型，相继提出了几个描述个体内部环境信息（记忆）

采样及其对判断与决策的影响的理论模型，包括查询理论（Johnson等，2007）、决策场理论

（Busemeyer和Townsend，1993）、“漏斗—竞争”累加器模型（Usher和McClelland，2001）和采样

决策模型（Stewart等，2006）等。这些模型摒弃了经典决策理论的效用计算范式，转而从信息样

本的采集累加角度定性或量化描述了人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能够为一些决策偏见，如禀赋效

应、风险厌恶、再认偏见、首因效应、边际效用递减等提供有效的解释。表1梳理了这些理论模型

所蕴含的采样决策思想及研究者已发现的可用于解释的决策偏见。

（一）查询理论（query theory）
查询理论由Johnson等（2007）提出，其主要有两个基本思想。首先，查询理论假定，当面临

一个决策问题时，个体会将决策问题分解为一系列子问题，然后从记忆中序列地查询这些子问

题的不同方面。子问题的查询顺序非常重要，其影响后续的决策制定，不同的子问题查询序列

可能导致不同的判断与决策结果。子问题的查询顺序取决于个体在决策情境中的内在目标

（Oppenheimer和Kelso，2015）。其次，借鉴Anderson等（1994）的检索遗忘研究，查询理论认为，

由于认知处理的有限性以及初始检索信息对后续检索信息的干扰，决策者前期的检索会比后

①Glöckner等（2016）设置了两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博弈经验情境。在第一组中，被试需要在两个选项中做出序列采样和决策：A（具有
8.7欧元的稳定收益）、B（0.91的概率收益9.6欧元，0.09的概率损失6.4欧元）；在第二组中，被试被给予选项A以及C（0.91的概率收益8.2欧元，
0.09的概率收益20欧元）。显然，选项C的期望收益大于A，A大于B。他们的实验研究发现，在第一组实验情境中，由于选择B曾导致多次高收
益，因而极端小概率损失事件采样并未改变决策者对于B的偏好，他们在后续决策中仍然更多地选择B；而在第二组实验情境中，由于选择C曾
导致多次低收益，因而极端小概率高收益事件采样并未使得决策者产生对C的偏好，他们在后续决策中更多地选择安全选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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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检索更有效，同时较之于后期处理的子问题，针对较早处理的子问题所检索的信息会被决

策者赋以更高的权重。

Johnson等（2007）基于查询理论解释了禀赋效应。禀赋效应刻画的是个体对已拥有物品的

价值估计高于未拥有该物品时的价值估计的现象（Thaler，1980）。前景理论中的损失厌恶心理

曾是禀赋效应的主要解释机制（Kahneman和Tversky，1979），查询理论则从记忆采样角度为禀

赋效应提供了新的解释。Johnson等（2007）在“马克杯”实验中，将被试分为“卖出者”和“选择者”
两组。“卖出者”需以一定的价格将已拥有的马克杯卖给实验者，而“选择者”需在一定数量的金

钱和马克杯之间做出选择。通过分析被试的思考过程和记忆召回内容，结果发现，拥有马克杯

的“卖出者”更多地考虑了那些可以抬高马克杯价值的内容，且在记忆召回时更准确地回忆起

马克杯的正面特征；而尚不拥有马克杯的“选择者”更多地考虑可以压低马克杯价值的内容，且

在记忆召回时更准确地回忆起马克杯的负面特征。实验结果证实个体的内在目标（例如“卖出”
或“选择”）决定了记忆检索和采样顺序，且早期检索的记忆内容干扰后期的检索，从而成功地

解释了禀赋效应。

除禀赋效应外，查询理论还被用于解释多个其他的决策偏见，例如跨期决策中的时间贴现

效应（Weber等，2007）、损失—收益不对称贴现效应（Appelt等，2011）、归因框架（Hardisty等，

2010）、因果折扣（Khemlani和Oppenheimer，2011）和沉没成本偏见（Ting和Wallsten，2011）等。

（二）决策场理论（Decision Field Theory）
决策场理论（Busemeyer和Townsend，1993）是一种量化模型，其能够动态地预测人类在不

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制定过程。具体地，该模型假设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不断地从记忆里检索不

同选项的优缺点特征，从而获得支持或反对该选项的证据。有关每个选项的证据缓慢累加，直

到决策者对某个选项的偏好强度达到特定阈值。决策者将第一个达到该阈值的选项作为决策

结果。决策者的偏好强度在决策过程中不断变化，表现出犹豫不决、甚至偏好反转等现象。

阈值和决策时间是决策场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阈值指决策者设置的满意水平。高阈值意

味着决策者需要达到较高的满意水平，这种情况下较多的证据得到搜索，决策处理过程延长，

准确性提高。而低阈值允许决策者在较低的满意水平下做出决策，这时决策者只需依赖于较少

的信息样本，决策处理时间缩短，准确性降低（Busemeyer和Johnson，2008）。阈值水平受个体被

给予的决策时间的影响，低时间压力下，决策者可以选择一个高阈值，而在高时间压力下，决策

表 1    融入采样思想的决策模型

理论模型 提出者 决策过程中的采样机制 可解释的决策偏见

查询理论
Johnson等
（2007）

个体从记忆中依次检索不同子问题的相关
信息； 子问题的查询顺序受个体内在目标
影响；早期采集到的子问题信息被赋予更高
的权重。

禀赋效应、时间贴现效应、损
失—收益不对称贴现效应、
归因框架、因果折扣和沉没
成本偏见。

决策场理论
Busemeyer和
Townsend
（1993）

个体从记忆中检索不同选项的优缺点信息，

不断累加证据，直至偏好强度达到满意阈
值。

相似效应、吸引力效应和折
衷效应。

“漏斗—竞争”
累加器模型

Usher和
Mcclelland
（2001）

受记忆能力限制，信息采样服从“漏斗”和
“横向抑制”特性，即决策证据的累加效应随
时间衰减，且相似证据间互相抑制。

再认偏见、首因效应、近因效
应、现状偏见、相似效应、吸
引力效应和折衷效应。

采样决策
Stewart等
（2006）

个体从记忆中采集选项，进行二元序列比
较，最后选择获胜次数最多的选项；记忆中
的选项分布反映现实世界的分布。

边际效用递减、损失厌恶、高
估小概率和低估大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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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须选择一个低阈值。阈值的选择反映了决策者的速度—准确性权衡，决策者的偏好在时间

压力下可能反转（Diederich，2003）。
决策场理论最初用于解决不确定条件下两个备选方案的选择问题，之后被扩展至多属性

决策（Diederich，1997）和多方案选择（Roe等，2001）场景中。在决策场理论的证据累加和阈值

思想基础上，一些竞争模型，如联结累加模型（Bhatia，2013）和多属性线性球状累加模型

（Trueblood等，2014）被相继提出。该类以决策场为代表的模型能够为偏好反转的相似效应

（Tversky，1972）、吸引力效应（Huber等，1982）和折衷效应（Simonson，1989）提供有效的解释

（Roe等，2001；李艾丽莎和张庆林，2006；Pettibone，2012；Oppenheimer和Kelso，2015）。
（三）“漏斗—竞争”累加器模型（leaky, competing accumulator model）
“漏斗—竞争”累加器模型（Usher和McClelland，2001）在经典的随机累加模型基础上补充

纳入了人类信息处理的两个特征：漏斗和横向抑制。该模型认为，个体决策过程就是信息随时

间的缓慢累加（采样）过程，同时由于人类记忆的不完美性，信息累加过程表现出漏斗和横向抑

制特征。“漏斗”是指信息（决策证据）的累加效应随时间衰减。“竞争”是指相似的证据之间横向

竞争且互相抑制，证据间相似程度越高，抑制程度越大（Tsetsos等，2012）。
“漏斗—竞争”累加器模型的有效性已在多个决策任务中得以验证并被成功用于解释一些

决策偏见。Dufau等（2012）发现该模型能够有效地描述和预测词语的再认偏见。Tsetsos等
（2012）引入该模型解释了感知决策任务中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Usher和McClelland（2004）
将前景理论中的损失厌恶心理（Tversky和Kahneman，1991）纳入“漏斗—竞争”累加器模型中，

并基于此解释了现状偏见、相似效应、吸引力效应以及折衷效应等决策偏见的形成机制。

（四） 采样决策（decision by sampling）
采样决策模型（Stewart等，2006）认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并不对选项进行效用计算，而

是在当前选项和从记忆中采集的样本选项之间做二元序列比较，并在每个选项的获胜频次排

序基础上做出选择。Stewart等（2006）运用采样决策模型，从收益和损失在现实世界的生态分

布角度，对前景理论中的边际效用递减、损失厌恶、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现象进行了新的解

读。通过分析银行信贷的现金账户，Stewart等（2006）发现，相比大的收益和损失，人们在现实

环境中遇到的更多的是小的收益和损失。人们对小的收益和损失更加敏感仅仅是因为小收益

和小损失事件频次更高，更易于被采样。类似地，超市商品、面包、巧克力等价格的敏感度相对

排序均呈现出边际递减特性。Stewart等（2006）还发现，小损失和小收益的频次在现实中呈现

不对称分布，相比小收益，小损失频次更高。这意味着相比于收益，同等金额的损失具有更高的

敏感度相对排序。这符合Kahneman和Tversky（1979）在前景理论中描述的损失厌恶思想。

此外，Stewart等（2006）统计了自然语言中概率词汇（如“绝对可能”、“非常有可能”、“可
能”、“也许”、“不可能”等）的使用频次，结果表明，处在两端的小概率和大概率词汇的使用频次

高于处在中间的中等概率词汇的使用频次。词频的相对排序呈现出倒转的S形，与前景理论的

概率权重函数形状相一致，其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同时低估大概率

事件。

其他一些研究也为采样决策模型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例如，Brown等（2008）发现相比于绝

对工资数量，雇员工资的现实排序位置能更好地预测雇员的工资满意度。Ol ivo l a和
Sagara（2009）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灾难死亡人数在现实世界的曝光和分布能够预测该国

国民对灾难的风险偏好。Ungemach等（2011）证实了人们对超市商品价格的感知影响他们对货

币价值的感知，同时人们在近期会话交流中所使用的概率词汇影响他们对风险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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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总结与展望

采样偏差视角是近十几年来行为决策科学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这一取向着眼

于决策前的信息采样过程，强调从环境中获取的有偏样本对决策的偏见性影响。经验决策范式

是采样偏差视角的代表性研究，研究者发现了“描述—经验”差异这一系统性的决策偏见，并从

样本和环境角度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解释。融入了采样偏差思想的决策模型，如查询理

论、决策场理论、“漏斗—竞争”累加器模型和采样决策模型等，为一些偏见现象提供了有效的

解释。

采样偏差视角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将研究者的注意力从动机和认知视角的偏见式信息处

理转向偏见式信息生成。这一转移使得研究者能够从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对偏见机制进行研

究。信息采样既包括外部环境采样，也包括内部记忆采样，这一过程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心理

学特征，例如启发式、可得性、显著性、记忆、图式、学习等。采样偏差视角下的决策制定涵盖了

从环境中获取信息样本、信息表征、存储、检索、方案选择和做出决策的整个过程，扩展了判断

与决策领域的研究内容。

由此，本研究呼吁，对决策偏见形成机制的研究应该在决策的信息源头上关注个体对信息

样本的有偏采集问题。特别地，决策信息环境的哪些特征更可能导致个体对信息样本的有偏采

集？如前文所述，个体对于环境信息的采样受制于环境信息的生态分布、表征、接近性和可得性

等因素。本质上，这些因素使得决策环境中的某些信息样本在物理感知、心理感知等特征上较

之于其他样本更具优势因而更容易或者更多地被个体所采集，并进入个体的判断和决策样本

集合中。此外，样本的某些属性较之于其他属性更具优势而更多地被个体作为其效用评判或者

偏好形成的依据。那么如何刻画这种样本间对比优势呢？值得进一步探索。此外，个体的动机和

目标、决策任务情境约束，以及个体认知局限性又如何强化个体对信息样本的有偏采集？对这

一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将采样偏差视角与传统动机和认知视角结合起来，以更全面地理解

决策偏见的形成机制。

采样偏差视角强调外部环境对个体决策的塑造和影响作用，可为从环境信息角度优化管

理决策提供实践指导意义。Tong和Feiler（2016）的最新研究基于Fiedler和Juslin（2006）的天真

直觉统计家以及心智采样思想，构建预测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利用该模型验证了10个与理性假

设相悖的行为现象。此外，他们还将模型应用于库存管理以及排队等现实决策情境中，取得了

良好的预测效果。Feiler等（2013）实证考察了人们如何在被裁剪的信息环境中估计库存需求。

结果表明在被裁剪的信息环境中，个体对库存需求的估计均值显著低于真实的总体均值，且随

着信息裁剪程度的增加，估计均值偏离真实均值越来越远。Thaler和Sunstein（2008）提出“选项

构建师”（choice archtecture）的概念，指出设计决策选项就像建筑师设计房屋一样，通过情境打

造与环境安排，促进决策者进行有效的采样，进而做出正确的决定。“选项构建师”已经在公共

政策制定（Johnson和Goldstein，2003；Davidai等，2012）和消费决策领域（Goldstein等，2008）获
得了有效的应用。未来的研究可针对人类日常生活、企业和组织管理、金融与投资决策、市场营

销、消费、医疗诊断、信息传播、民主政治等领域的决策偏见问题，通过深入考察决策者对环境

信息样本的有偏采样机制，提出管理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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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Biased Information Sampling Lead to Biases in
Judgment: A Review from a Biased Sampling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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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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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dividual  judgment  often systematically  deviates  from the optimal  beliefs  and
choices hypothesized by rational-agent models, leading to cognitive illusions and biases in judgment.
Researchers have observed an enormous number of biased beliefs and behaviors in laboratory and field
studies since 1970s, such as confirmatory bias, overconfidence, false correlation, base-rate neglect, herd
behavior, etc. This biased way of judgment reveals the limitations of rational-agent models and has been
an important concern in management & decision science,  behavioral  economics,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Pertaining  studies  concerning  biased  judgment  in  psychology  attempt  to  model  and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se biases by un-riddling the mental processes of judgment, resulting in
various influential perspectives. In particular, individuals’ internal motivational constraints and cognitive
deficits are widely concerned by researchers and are regarded as the main mechanisms for the formation
of biased judgment. In terms of motivational perspective, researchers attribute selective exposure,
information distortion and confirmatory bias to the motivation of cognitive coherence, and ascribe biases
in social judgments, like obedience and herd behavior, to the motivation of affiliation. In terms of
cognitive perspective,  researchers  attribute  biases  in  judgment  to  heuristic  search and attribution
substitution induced by individuals’ limited cognitive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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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studies have shed substantial light on individuals’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but little on
individuals’ interactions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biasing impact of these interactions. However, as
claimed by Simon, bounded rationality is the result of interplay of the mind and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uman behavior, one first has to underst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behaviors take
place.  In  2000,  Fiedler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sampling” in  an important  paper  published in
Psychological Review, emphasizing the impact of dis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on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of decision samples（information sampling）and judgment. Many biases in judgment
can be attributed to biased sampling, namely decision-maker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take the
biased an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samples they draw from the population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s the environment component of Simon’s bounded rationality, the biased sampling
perspective plays a constructive role in providing alternative accounts for the existing decision biases. In
the last decade, the biased sampling perspective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spired by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sampling,  researchers  discover  a  new bias  effect  “description-experience gap”.  In
addition, the idea of information sampling is integrated into the decision-making models i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e.g.  query theory,  decision field theory,  leaky-competing accumulator model and
decision by sampling.  However,  although a  variety  of  researchers  have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judg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ased sampling,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is perspective in China.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in current research, an alternative
account for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biased judgment is presented, which highlights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sampling from the environment in the spirit of the biased sampling approach launched by
the influential figures like Fiedler, Juslin, Denrell,  Le Mens, Hertwig, etc. This paper proceeds as
follows: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ion of sampling proposed by Fiedler, the specific psych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echanisms are induced, and resulting biases in judgment are elaborated. Then, the
description-experience  gap,  a  typical  bias  resulting  from  biased  information  sampling,  is
comprehensively delineated, followed by several enlightening sampling-based decision models.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appeals to the academia for future scholarly endeav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ased information sampling, especially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vironment which are more likely to lead to biased information sampling. It adds to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biased judgment, and provid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and correcting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of human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information sample;  biased sampling;  bias in judgment;  description-experience gap;
 bounded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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